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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产学研协同创新成为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以2012年至2021年上海市颁布的产

学研协同创新的122项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政策主体–政策工具–创新链”三维研究框架进

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从发文主体网络结构角度，网络的紧密程度、凝聚力和联通性相对较弱，且上

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体现了在网络中的主要地位以及强大的信息交流和协调能力；三类政策工具中，
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频繁，其次是环境型政策工具，而需求型政策工具未被充分利用；创新链的演进过

程中，运用于应用研究阶段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最多，同时涉及产业化阶段的政策相对较少；从政策

工具和创新链的双重视角，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侧重于创新链的前端，环境型政策工具则侧重创新链的

后端，需求型政策工具侧重基础研究和产业化阶段。研究结论为上海市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体系的优化

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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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Taking 122 policy texts of industry-uni- 
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romulgated by Shanghai from 2012 to 2021 as the re-
search object, quantitative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three-dimensional research frame-
work of “policy subject-policy tool-innovation chain”.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the main body of the publication, the closeness, cohesion and connec-
tivity of the network are relatively weak, and the Shanghai Municip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embodies the main position in the network and strong ability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coordination; among the three types of policy tools, supply policy tools are frequently used, 
followed by environmental policy tools, while demand policy tools are not fully utilized; dur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innovation chain, the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olicies applied to the applied research stage are the most, while the policies involving the indu-
strialization stage are relatively few;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policy tools and innovation 
chain, supply policy tools mainly focus on the front end of the innovation chain, environmental pol-
icy tools focus on the back end of the innovation chain, and demand policy tools focus on basic re-
search and industrialization stage.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provide inspiration for the optimiza-
tion of the Shanghai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olic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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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产学研协同创新已经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家教育、科技产业变革

的重要途径与关键突破口[1]。产学研协同创新充分发挥创新主体各自优势和作用，以促进技术研发、创

新成果转化等，顺应了知识经济时代对科学、经济和知识生产紧密联系的要求[2]。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

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范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3]。20 世纪 90 年代，“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的实

施标志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研究拉开序幕[4]。十九大报告指出尽快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

果重大突破，加快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可见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

重视。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校、科研机构、企业、中介服务机构等加入协同创新系统[5]，出现了协

同效率低下等问题，阻碍了产学研协同创新发展的步伐。如何提升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成为了学术界的

热议话题。由于在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创新主体的利益诉求和出发点有所差异，需要政策引导和制度安排

[6]。因此从现有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入手，通过系统梳理和分析，为完善协同创新政策体系提供理论

贡献。 
近年来有关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内容：一是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研究。从借鉴

发达国家角度，李玉香等学者将美国产学研模式划分为企业孵化器模式、科技工业园区模式等[7]。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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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权等学者对日本委托研究制度等以及德国佛朗霍夫联合体等模式的研究[8]。从探索我国地方角度，

鲁若愚等学者将广东省的合作模式按照紧密程度划分为技术转让、委托研发等模式[9]。王海涛等学者

关于陕西省“三位一体，多元驱动”模式实践的研究[10]。二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研究。王帮俊等学

者基于扎根理论得出影响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的因素为环境和过程因素两大类[11]。朱青等学者基于匹

配度角度得出匹配度和关系嵌入的共同作用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具有决定性影响[12]。三是产学研协

同创新政策研究。从定性角度，宋健等学者通过对国外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进行研究，得出相应经验

与启示[13]。李世超等学者通过回顾以往政策，为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的变迁之路提供方向[14]。
王涛学者以“三螺旋”理论为视角，分析了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体系的不足之处并提出建议[15]。
从定量角度，汪洁等学者基于内容分析法对江苏省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进行深入研究并得出启示[16]。
刘瑞等学者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对不同阶段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主题词进行挖掘，在此基础上得出政

策演进阶段性特征[17]。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的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是有关协同创新政策的研

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相比而言，定量分析较少。二是缺乏地方性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的相关研究。多

数研究样本为我国中央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而选择地方性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的较少。上海市作

为全国科技创新的引导者之一，拥有大量的政策文本可供探究。通过对上海市政策文本进行研究，为全

国其他地方政府制定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提供借鉴。三是基于政策主体、政策工具和创新链三维视角对

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进行分析的相关研究少之又少。因此，本文选取 2012 年至 2021 年上海市产学研协

同创新政策为研究样本，构建政策主体、政策工具和创新链的三维研究框架，基于扎根理论，对政策文

本内容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为上海市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体系的完善提供启示。 

2. 三维研究框架构建 

2.1. 政策主体 

政策主体又称为政策活动者，是指直接或间接参与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的个人、团体或组

织，直接影响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效果[18]。近年来，诸多学者通过引入政策主体维度对政策文本进行研

究。曾坚朋等学者基于政策主体、工具与目标的分析框架对中美人工智能政策体系进行对比分析[19]。黄

剑锋学者从“主体–目标–工具”匹配的框架，对中国长三角区域智慧养老政策进行研究[20]。本文创造

性地将政策主体引入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的研究框架。 

2.2. 政策工具 

政策工具是顺利实现政策目标的基本手段和有力保障[21]。国内外学者对政策工具进行不同划分：按

国家干预程度从弱到强排序，分别为自愿型、混合型和强制型工具[22]；按使用方式的不同分别为管制类、

激励类和信息传递类工具[23]；此外，Rothwell 等学者划分为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三类[24]。
本文将借鉴 Rothwell 等学者的工具分类方法，原因如下：第一，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研读发现，在涉及

科技创新类政策研究中普遍使用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工具的分类方式，具备可靠性和权威性。第二，

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文本内容中多次出现资金、人才、基础设施等要素，与以上政策分类方式相匹配。

第三，与其他政策分类方式相比较，Rothwell 等学者的分类方式融入了更多市场化因素，在政策应用的

过程中更具实践性和操作性[25]。 
在以往政策工具的相关研究中，部分学者对政策工具类型内部的二级细分存在不同解读。例如对于

公共服务而言，王静等学者将其定义为政府提供的相应配套措施，具有拉动创新的作用，故属于需求型

政策工具[26]。而范丽亚等学者认为是政府提供服务和支持以确保科技创新活动正常运行的一种供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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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故属于供给型政策工具[27]。鉴于此，本文对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类型的概念进行梳理，

结合产学研创新政策文本的实际内容，得出针对上海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政策工具分类(见表 1)。其中，供

给型政策工具强调通过人力、物力、财力等要素的直接供给来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环境型政策工具主

要通过影响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环境来提升协同创新能力。需求型政策工具为了扩大协同创新的市场需求，

对产学研协同创新起到拉动作用。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olicy tools in Shanghai 
表 1. 上海市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工具分类 

类别 政策工具 定义及举措 

供给型 

资金投入 政府通过资金投入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如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享受专项资金支持

和经费补贴 

公共服务 政府为产学研协同创新提供的相关配套服务。如设立科技中介组织(研发机构、技术转移

机构、孵化器、大学科技园等)，提高其服务水平；由相关第三方等参与绩效评估 

基础设施

建设 
面向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如组建工程实验室、工程创新实训基地、特色产业

基地、研究生科研实践工作机构等 

人才培养 通过教育、培训等举措来提升协同创新人才的质量。如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

“双导师制”等培养模式；高校和科研院所通过设立流动岗位吸引企业相关人才兼职 

环境型 

金融支持 面向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财务金融手段。如通过发放债券等方式进行融资；建立投资基金 

税收优惠 减免技术创新企业在协同创新阶段的赋税。如免征企业所得税 

法规管制 政府通过法规来规范技术创新市场秩序。如改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知识产权的归属和

利益分配制度、合作办学机制、科研人员薪酬和岗位管理制度等 

策略性措

施 
政府为了产学研协同创新而制定的具体政策。如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

相结合的创新体系；强化多元创新主体的协同 

需求型 

政府采购 政府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相关产品和服务进行采购。如制定政府采购产品目录；建设政府

采购信息服务平台 

海外机构 政府鼓励海外的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与国内合作。如吸引国外企业在国内设立研发中心 

外包 政府将部分研发计划委托给企业或科研机构。如打造研发外包与服务中心 

贸易管制 政府通过进出口管制措施拉动协同创新。如关税减免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同时，基于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的文本内容进行改进。) 

2.3. 创新链 

考虑到同一政策工具类型可能作用于协同创新的不同发展阶段，如海外机构政策工具通过国际合

作交流既可以促进技术研发，也可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因此，基于政策主体和政策工具维度对上海

市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的文本分析具有一定片面性。为了使政策解读更为全面，本文将创新链维度引

入其中。 
创新链是指从创新源到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整个过程，其中创新主体之间通过协同交流，不断实现价

值增值，最终实现产业化的目标[28]。由于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与创新链发展过程具有相似之处，故本文

将创新链的发展阶段替代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近年来，诸多学者对创新链的阶段划分略有差异：张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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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者将其分为技术研发和成果应用两大阶段[25]；李良成等学者划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三

个环节[29]。本研究认为产学研协同创新首先克服关键技术研发问题，然后经历创新成果转化过程，最终

目标是实现产业化，为社会创造价值。因此，本文采用李良成学者的分类方式，将创新链划分为基础研

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三个阶段。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了“政策主体–政策工具–创新链”的三维研究框架(见图 1)，通过对上海

市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的文本内容进行多维度挖掘，为提升协同创新能力提供理论贡献。 
 

 
Figure 1. Analysis framework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olicy text in Shanghai 
图 1. 上海市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文本的分析框架 

3. 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的文本内容分析 

3.1. 资料来源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为 2012 年至 2021 年关于上海市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政策文本。在选取政策样本

时，遵循如下步骤：首先，政策文本全部来自于中国法律检索系统(“北大法宝”)、上海市人民政府、上

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等权威网站。其次，选取“产学研合作”、“校企合作”、

“科技成果转化”等作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最后，由于检索结果呈现出的政策文本较多，通过仔细

筛查：1) 研究对象必须是现行有效。2) 文本内容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相关度较低的政策不纳入研究范围。

3) 政策名称和主题虽与产学研无直接相关，但文本中出现有关产学研发展内容的政策，均纳入研究范围。

本文最终筛选出 122 项政策文本。 

3.2. 文本编码原则及分析 

在已构建的三维研究框架的基础上，笔者对 122 项政策文本进行梳理，提取出与产学研协同创新密

切相关的条目，共计 422 条。将条目按照“编号–章节号–条款号”的原则进行编码。若同一条目中出

现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用*号进行区分。例如“1-1-1”同时涉及“公共服务”和“资金投入”政策工具，

用“1-1-1”和“1-1-1*”加以区别。由于篇幅有限，表 2 展示了上海市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文本的部分

内容分析单元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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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ding table of content analysis unit of Shanghai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olicy text 
表 2. 上海市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文本内容分析单元的编码表 

序号 政策文本(包括政策主体) 内容分析单元 编码 所属类目 所属类型 创新链 

1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印发《市国资

委关于增强国有企业技术

创新能力的意见》的通知 

到“十二五”末，市属国

有企业基本建立起符合产

业技术创新规律、产学研

用紧密结合、具有自身特

色和优势，自主创新能力

强的技术创新体系。 

1-1 策略性措

施 环境型 基础研究 

支持创新型骨干企业与科

研院所、高校、企业联合

组建技术研发平台和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合作

开展核心技术研发和成果

转化，提升协同创新能力。 

1-4 公共服务 供给型 应用研究 

…… …… …… …… …… …… …… 

122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上海市服务业发

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 

加强高校知识溢出效能，

建设更多高校科技成果转

化和技术转移平台，强化

大学科技园的高新企业孵

化、科技成果转化等核心

功能。 

122-3-3-2 公共服务 供给型 应用研究 

4. 研究结果 

4.1. 政策主体的维度分析 

4.1.1. 政策主体发文量分析 
通过对 122 项政策文本进行整理，共涉及 32 个发文主体(见表 3)。其中发文最多的主体部门是上海

市人民政府 48 项，包括单独发文 43 项和联合发文 5 项(均与中共上海市委联合发文)，占比 39%；其次

是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9 项，包括单独发文 17 项和联合发文 12 项；再次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23 项，包括单独发文 13 项和联合发文 10 项。由此可见，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在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较高

的发文量体现了上海市在产学研发展过程中对人才和教育的重视。 
 
Table 3. Publication subjects and numbers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olicy texts in Shanghai 
from 2012 to 2021 
表 3. 2012 至 2021 年上海市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文本的发文主体和数量 

序号 发文主体 发文数量 序号 发文主体 发文数量 

1 上海市人民政府 48 17 上海市地方税务局 3 

2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9 18 上海市农业委员会 2 

3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23 19 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海洋局) 2 

4 上海市财政局 14 20 上海市中医药发展办公室 2 

5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13 21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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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13 22 上海市版权局 2 

7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1 23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2 

8 中共上海市委 9 24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2 

9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6 25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2 

10 上海市人大(含常委会) 6 26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 2 

11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 4 27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 

12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4 28 上海市卫生局 1 

13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 4 29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 

14 上海市金融办 4 30 上海市金融工作局 1 

15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3 31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1 

16 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3 32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1 

4.1.2. 政策主体网络结构特征及分析 
总体来看，图 2 清晰展示了发文主体的网络图谱(由 Ucinet 软件绘制)：蓝色的方块代表不同的发文

主体，连线代表联合发文的关系。图中还可以看出发文主体处于核心地带还是边缘地带：上海市卫生局、

上海市中医药发展办公室、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海洋局)、上海市药品监

督管理局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均处于网络边缘地带。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市人民政府虽然发文数量是所有

发文主体中最多的，但是由于联合发文量少，因此处于网络边缘地带。 
 

 
Figure 2. Network diagram of the main body of the document 
图 2. 发文主体网络图谱 

 

进一步，从网络整体性指标和个体性指标两个角度来深入分析。表 4 展示了衡量网络整体性的相关

指标。网络规模是指网络中发文主体的全部数目。网络密度可以揭示发文主体之间的紧密程度，若发文

主体之间出现相互邻接的情况，则其密度为 1，并称之为完备图，若发文主体都是孤立存在，则其密度

为 0。网络关联度主要衡量发文主体网络凝聚力大小。平均最短路径则主要衡量网络的联通性。从个体

性指标角度来看，程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是关键指标(由图 3、图 4 所示)。其中，程度中心性能够定位

网络中的中心人物。程度中心性排名越靠前，说明发文主体的关系数量总和越大。中介中心性主要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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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主体交流信息、沟通意见以及协调行动的作用。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程度中心性和中介中介

性均排名第一，体现了其在网络中的主要地位以及强大的信息交流和协调能力。中共上海市委虽然网络

中心地位不突出，但发挥了出色的沟通协调作用。 
 

Table 4. Analysis of the overall index of the issuing body network 
表 4. 发文主体网络整体性指标分析 

指标 数值 

网络规模 32 

网络密度 0.335 

网络关联度 0.563 

平均最短路径 1.437 
 

 
Figure 3. Analysis of the individual index of the author’s network: ranking of degree centrality 
图 3. 发文主体网络个体性指标分析：程度中心性排名 
 

 
Figure 4. Analysis of the individual index of the author’s network: ranking of intermediary centrality 
图 4. 发文主体网络个体性指标分析：中介中心性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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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政策工具的维度分析 

从 2012 年至 2021 年上海市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工具的分配比例情况来看(见表 5)，供给型政策工具

所占的比例最大，高达 56%；其次是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 33%；再次是需求型政策工具，仅占比 11%。

由此得出上海市相关部门重视采取直接的方式来推动产学研的协同创新。 
 
Table 5. Distribution ratio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olicy tools in Shanghai 
表 5. 上海市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工具分配比例 

工具类型 工具名称 编码 小计 百分比(%) 

供给型 

资金投入 
3-4-14*、21-4-3-1、36-1、37-10、42-5、55-4-35*、

56-2-16*、59-1-3-2、77-2-3-1、95-3-25、102-3-2-5*、
104-3-2、116-4-2-15、121-2-1-1**、121-3-2 

15 

56% 

公共服务 

1-4、3-4-14、3-4-15、4-3-12、8-1-5、10-1-5、
10-5-2-2*、11-5-1-1、11-5-1-2、12-4、12-7、14-6-1、

15-4-3-1、18-4-2-5*、19-3-3-1、19-4-2、20-5-2-4、
20-6-5、24-6-1-2、25-3-2-8、27-5-2、28-4-11*、
32-4-1-2、33-3、40-4-16、41-3-1-2、41-3-1-4、

43-2-5、43-4-17、43-5-19、45-3-1-3、48-6、49-4-3-4... 

90 

基础设施建设 
2-6、5-7、10-3-3-3、10-5-2-2、11-5-4-2、16-4-2-2、
17-5-1、19-3-3-1*、21-3-3-1、22-3-2-2、35-3-2-5、

36-5-2、46-3-11、47-4-2*... 
40 

人才培养 

2-2、2-5、5-11、9-3-3-5、11-3-3、11-5-4-2*、12-12、
13-6-8、14-6-7、18-4-5-21、19-4-2*、20-6-4、

21-4-3-5、22-2-3-2、22-3-2-4、24-4-3-3、27-5-3、
28-2-3、30-1-4、31-3-14、31-5-21、32-4-1-4、

38-4-11、41-3-2-4、43-3-10、45-3-4-1、47-4-1、
47-4-2、49-5-2... 

91 

环境型 

金融支持 
12-16*、40-3-7、66-2-4-3、74-4-4-4、104-3-2*、
105-5-2-3、112-4-4-2、112-5-4-3、116-4-3-17、

117-6-1-5、120-6-4 
11 

33% 

税收优惠 5-7*、8-3-3、77-2-1-3、77-2-3-3、78-4-1-27、
79-3-3-29、90-2-3-13、112-4-4-1、117-10-1-1 

9 

法规管制 
2-8、3-1-1、3-4-13、6-2-4、12-16、22-4-6、23-5-3-3、
24-4-2-2、24-6-1-1、24-6-1-2*、26-3-11、27-5-2**、

43-3-11、46-3-10... 
45 

策略性措施 

1-1、2-3、2-4、3-2-5、4-3-10、7-1、8-3-3*、9-3-3-1、
9-3-3-2、10-5-1-2、11-5-2-1、11-5-2-2、13-4-1-4、

16-4-2-2*、17-5-1*、18-4-2-5、24-4-2-2*、24-6-2-1、
24-6-2-2、26-3-12、27-5-2*、28-4-11、30-1-2、

32-4-1-1、34-2、39-2-3-4、41-3-2-4*、42-4-3-2、
44-4-2、49-3-1-4... 

73 

需求型 政府采购 

4-3-13、37-13、40-3-8、40-4-16*、43-2-4、53-3-2-6、
77-2-2-4、78-2-5-14、85-5-2、88-4-1-3*、90-2-1-2、

94-7-49、101-2-2-4、105-5-2-4、117-10-1-1*、
121-2-1-1* 

1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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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型 

海外机构 

5-10、24-6-4、29-4-4、38-2-3、38-2-4、38-2-5、
41-3-1-3、43-4-16、50-2-7、53-4-1-2、55-5-46、
61-2-1、61-3-3*、66-2-3-2*、66-2-4-6、67-5-5、

67-6-5、79-3-3-25、85-4-1-5*、85-4-3-1、86-3-4-4*、
90-2-5-19、95-3-28、96-5-18、117-3-2-2、117-8-3-1、

117-10-1-3、118-3-2-6* 

28 

 

外包 35-4-3-2、61-2-3、68-3-2-5、85-4-1-4 4 

贸易管制 N/A 0 

合计   422 100% 

 
对各政策工具内部进行深入挖掘，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公共服务和人才培养占比最大(分别为 38%

和 39%)，体现了相关部门希望通过开放技术研发和转移等服务平台来促进产学研发展。此外，重视创新

型人才的教育，采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合作的方式来培养出真正所需的人才。基础设施建设占供给

型政策工具的 17%，实验室、基地等建设是实现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基本保障。资金投入占比较低(6%)，
需要注意的是科技创新活动的任何阶段都需要财政的支持。 

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策略性措施占比最大(高达 53%)，其次是法规管制(33%)，体现了相关部门希

望通过行政手段及采取相应措施等方式来营造有利于产学研发展的环境。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相对较少

(8%和 6%)，此类政策工具可以对产学研协同创新主体起到激励的效果，加快技术创新，成果转移转化、

产业化等进程。 
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中，海外机构占比最大(58%)，政府采购和外包占比较少，贸易管制甚至没有涉及。

体现了相关部门鼓励海外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在国内设立机构从事产学研相关活动，对协同创新起

到拉动作用。政府采购主要体现对科技创新企业产品的支持，促进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进程。 

4.3. 创新链的维度分析 

图 5 展示了上海市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在创新链过程中的分布情况，其中应用研究阶段占比最多

(39%)，其次是基础研究阶段(34%)。相比而言，产业化阶段的政策较少(27%)。近年来，上海市在应用研

究阶段取得一定成效。根据上海市统计年鉴，2012 年至 2021 年应用技术成果占总科技成果的比例几乎

均达到 85%以上。上海市对于应用研究阶段给予足够重视：上海市财政科技经费支出从 2012 年的 245.43
亿元逐年上升；通过技术转让收益直接分配等方式对科研人员直接激励；上海市发布的政策中强调双向

流动，即鼓励科研人员在高校和企业等兼职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允许高校教师去企业参与实践同时，

企业中的技术人员进入高校从事相关教学。以上举措促进了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产业化阶段并未受到

重视，上海市需加强对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商业化。 
结合政策工具和创新链的双重视角，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 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运用于基础研究和

应用研究阶段(均占比 40%左右)，产业化阶段所占比例较少(20%)。可以得出相关部门希望通过人力、物

力、财力等要素来直接推动技术研发和成果转移转化。2) 环境型和需求型工具对创新链的影响有限。其

中，环境型政策工具则主要作用于应用研究和产业化阶段(分别为 44%和 35%)，即更侧重创新链的较后

端；需求型政策工具侧重基础研究和产业化阶段(均占比 40%左右)。政府采购和外包主要运用于产业化

阶段，而海外机构则偏重基础研究阶段。贸易管制在创新链中处于缺失状态。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3.121042


周静祎 等 
 

 

DOI: 10.12677/aam.2023.121042 396 应用数学进展 
 

 
Figure 5. Analysis of policy tool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innovation chain 
图 5. 创新链不同阶段的政策工具分析 

5. 结论及展望 

5.1.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政策主体、政策工具和创新链三维视角，对 2012 年至 2021 年上海市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

文本进行梳理和分析，总结出以下结论： 
从政策主体维度，对发文主体网络结构特征进行深入分析：从整体性角度，发文主体网络的紧密程

度、凝聚力和联通性相对较弱。从个体性角度，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程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均

排名第一，体现了其在网络中的主要地位以及强大的信息交流和协调能力。中共上海市委虽然网络中心

地位不突出，但发挥了出色的沟通协调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市人民政府虽发文数量大，但程度中

心性和中介中心性排名靠后。 
从政策工具维度，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最频繁，其次是环境型政策工具，而需求型政策工具未得到

充分利用。具体来看，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注重使用公共服务和人才培养；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更

侧重法规管制和策略性措施；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中，外包使用较少，贸易管制处于缺失状态。 
从创新链维度，作用于应用研究阶段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最多，体现了相关部门对应用研究的重

视，其次是基础研究阶段，涉及产业化阶段的政策相对较少，需加强。 
从政策工具和创新链的双重视角，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侧重于创新链的前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阶

段)。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对创新链的影响有限。其中相比而言，环境型政策工具侧重创新链的后端

(应用研究和产业化阶段)，需求型政策工具侧重基础研究和产业化阶段。政府采购和外包主要运用于产业

化阶段，而海外机构则偏重基础研究阶段。 
基于以上结论，为上海市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体系给出如下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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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充分发挥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拉动作用。一方面，加强外包和贸易管制政策工具的使用。作为

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上海市拥有众多以技术研发和知识创新为主的外包企业。相关部门应通过外包政策

促进外包企业和研发机构、高校等合作，推动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2020 年发布的《上海市推动服务外

包加快转型升级的实施方案》中，特别提到了大力发展生物医药研发，说明外包政策工具渐渐受到关注，

但从总体来看外包政策工具仍运用不足。贸易管制政策工具主要通过贸易自由化、关税减免等方式鼓励

把更多资源和精力投入技术研发，促进协同创新。另一方面，真正体现海外机构和政府采购政策工具的

价值。海外机构政策工具是指境外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在沪设立研发中心等，实现资源共享和合作创

新。从整体来看，上海市发布运用海外机构政策工具的政策文本中，多以“支持”、“鼓励”、“引导”

为主，停留在战略和指导思想层面，并未对具体实践层面进行规定，因此该项政策工具对产学研发展起

到的激励作用有限。上海市需考虑政策的实践性和操作性，真正起到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此外，运用

政府采购工具的政策呈现如下特点：主要涉及对创新产品的首购和订购，以及制定政府采购产品目录等。

虽然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但缺少政府采购信息服务平台建设，该类平台可以实现信息公开、透明和

共享。因此，上海市需完善政府采购管理体系，重点从信息资源共享和经济补助等方面改进，充分发挥

政府采购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价值。 
第二，完善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结构布局。在供给型工具中，公共服务政策工具需进行调整

和细化。近年来，上海市的相关政策以建设孵化器、协同创新中心、科技服务机构等中介服务组织为主，

较少涉及绩效评估，这对于中介服务组织长期发展非常不利。此外，政策需考虑如何在科技服务机构和

企业之间搭建桥梁。例如通过降低科技服务费用等方式来促进科技服务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在环境

型工具中，首先，加大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工具的应用。税收优惠一方面可以将更多资金投入技术研发

和科技成果转化；另一方面为科研人员取得较高报酬提供保障，激励更多的人才投入到产学研协同创新

的过程中。从政策文本中，金融支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扩大融资、吸引社会资本等，但未提出具体举措，

增加了操作难度。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工具为产学研协同创新营造了良好氛围，让科技创新人才投身科

技创新活动，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其次，适当控制法规管制工具的运用次数并完善法规管制体系。法

规管制工具具有立杆见影的效果，但长此以往会降低协同创新主体的活力和积极性，故使用频率不易过

高。在法规管制体系中，知识产权制度尤为重要。上海市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中，涉及若干知识产权保

护的内容，然而并未对知识产权归属、收益分配等作出明确规定，因此需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维护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 
第三，重视应用研究和产业化阶段。总体来看，上海市的政策主要作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阶段，

其中应用研究阶段占比最大。根据上海市各类技术合同成交金额，2012 年至 2021 年技术开发成交金额

始终位居第一。相较于技术开发，最能体现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转让成交额较少。目前，科研项目立项

主要以政府为导向[30]，导致研究成果并不符合市场和社会需求，难以进行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因此，科

研项目应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立项。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充满挑战，具有一定风险性。除了经济激励之外，

还需增强价值认同。上海市需加大宣传力度，呼吁社会全体共同关注科技成果转化，对科研人员表达尊

敬之情，营造宽容失败的氛围。在产业化的过程中主要会遭遇的挑战：一方面科技创新过于前沿，未被

市场所接受；另一方面，科技创新活动是动态发展的，创新成果投放市场时因被更为前沿的产品所超越

而失去价值[31]。产业化阶段是创新链的终端，也是科技创新成果的目标。因此，在确保基础研究和应用

研究顺利进行的前提下，重视产业化。首先，树立正确的产业化意识。科技创新活动并不是一味追求先

进技术，而是满足市场需求。其次，关注懂经营的企业家尤为重要。优秀的企业家有助于实现产业化目

标[32]，原因是他们可以敏锐捕捉市场需求。上海市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加强对实力强大的海内外企业入

驻的政策力度，将关注点放在如何处理好技术供应商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上[33]。最后，加快培养产业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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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人才，促进产业化目标的实现。 
第四，实现政策工具和创新链的有效组合。正确匹配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上海市产学研协同创新至

关重要。当前，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侧重创新链的前端，因此需加强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对创新链

后端的作用。应用研究和产业化阶段具有风险大和收益大的双重特点，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可

以将更多资金投入到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过程中，起到激励作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可以调动创

新成果转化的积极性。总体来看，环境型政策工具对应用研究和产业化起到激励和保障作用。“一带一

路”和国际化的大环境使需求型政策工具极大拉动创新需求。在国际合作交流的背景之下，海外机构、

外包等工具可以极大地发挥作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在创新链各个的发展阶段，实现不同政策工具的

有效配置，使政策工具和创新链的组合达到最优化。 

5.2. 理论贡献 

一是通过政策量化分析对上海市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文本进行深入剖析，丰富了相关研究内容；二

是构建了“政策主体–政策工具–创新链”三维研究框架，从多角度对上海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进行评

价，对上海市产学研发展具有一定贡献价值。 

5.3. 研究展望 

本文以上海市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文本为基础，通过构建“政策主体–政策工具–创新链”三维研

究框架，对 2012 年至 2021 年上海市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和评价。然而，本研究存

在一定局限性：第一，由于在不同时期，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战略目标有所差异，因此相关政策可能存在

阶段性特征。未来研究可以增加对上海市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发展趋势的研究内容。第二，本文未对上

海市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的实际效果进行研究，后续可以结合科技成果转化率等数据，从理论和实际两

个角度对上海市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进行更为全面和系统的阐述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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